調查報告
1、 案　　由：全民健保自102年起，針對部分非薪資所得收取2%之補充保費，其目的係為讓有正職以外收入者負擔更多保費，使健保制度更公平，惟未經周妥設計即倉促施行，反造成諸多爭議及不公平之亂象，致民眾怨聲載道，繁瑣之規定更浪費甚多社會資源。究相關政策規劃及研議過程是否周延？容有深入瞭解之必要乙案。
2、 調查意見：

本案經約詢原行政院衛生署（下稱原衛生署，102年7月23日已改制成立衛生福利部）時任副署長戴桂英、原中央健康保險局（下稱原健保局，已配合改組，更名為「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時任局長黃三桂等相關主管人員，並審閱原衛生署提供之相關案情資料，業調查竣事，茲將調查意見臚列如后：
1、 在現行全民健康保險法（下稱健保法）之作法下，存有保險對象之收入相同但所負擔之補充保險費可能不同、經濟弱勢者只要兼職愈多，所負擔之補充保險費即愈多，與規劃時「量能負擔」、「負擔公平」之政策理念相悖，且誘使保險對象透過分散或集中給付或轉換投保身分而規避補充保險費之脫序行為，已斵傷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作為風險分攤、社會團結機制之意義，爰衛生福利部允應本於中央主管機關之職責，儘速檢討現行健保法相關法制：
(1) 全民健保實施以來，財務失衡問題嚴重，且保險費基僵化與負擔不公，各界迭有改革健保財務之建議，爰衛生署於90年4月4日召開全民健保永續經營研議會議，定調以「二代健保」為名，由行政院成立「二代健保規劃小組」，啟動中長期改革規劃，並由時任政務委員胡院士勝正擔任召集人，時任衛生署署長李明亮任協同召集人，當時甫卸下健保局總經理職務之賴教授美淑為執行長，規劃之總結報告於93年10月出版，期間有上百位專家學者投入規劃，提出以「公平」、「效率」及「品質」作為改革核心價值。在公平部分，以「家戶總所得」計收保費，擴大計費基礎，依所得高低負擔保險費；在效率部分，將被保險人類別從「六類簡化為二類」，民眾轉換工作日不用辦理轉出轉入手續，並能改善目前收入相同，因職業別不同而有不同保費分擔之不公平現象，原衛生署並以總結報告為基礎，規劃二代健保修法工作。
(2) 原衛生署於94年8月15日將全民健康保險法（下稱健保法）法案初稿提呈行政院，次(95)年5月3日行政院首次將健保法修正草案送入立法院，立法工作卻未有明顯進展。迄馬總統英九於99年3月17日裁示立法部門將健保法列入優先審查法案，行政院爰於同年4月8日再函請立法院審議，原提案條文第9條規定：「被保險人區分為下列二類：一、第一類：（一）依所得稅法規定，應申報或繳納綜合所得稅之納稅義務人，與其合併報繳綜合所得稅之配偶及受其扶養之親屬。（二）前目以外之現役軍人、托兒所、幼稚園、國民中小學教職員（以下稱軍教人員），與其配偶及受其扶養之親屬。二、第二類：前款以外之被保險人。」另同草案第31條規定：「保險人應逐年結算繳費義務人應繳納之保險費，並退還其超額扣繳或通知其補繳扣繳不足之保險費金額：一、第一類被保險人：依財政部核定之綜合所得總額、軍教人員之扣費義務人申報之軍教人員所得與主管機關公告之保險費率及保險費上、下限金額，結算其全年應繳納之保險費。二、第二類被保險人：依戶內人口數、所得總額及主管機關公告之保險費上、下限金額，結算其全年應繳納之保險費。」
(3) 惟立法院黨團協商過程中，中國國民黨團大會提出採「補充保險費」之健保法修正動議，該再修正案提出後，立法院於100年1月4日三讀通過，全文共104條，總統於同月26日公布，行政院則發布自102年1月1日實施。通過之健保法已不採行原行政院版本之「家戶總所得」計收保費及「被保險人類別從六類簡化為二類」之規定，而按原方式計收保險費，另依第31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收取補充保險費，即「第一類至第四類及第六類保險對象有下列各類所得，應依規定之補充保險費率計收補充保險費，由扣費義務人於給付時扣取，並於給付日之次月底前向保險人繳納。但單次給付金額逾新臺幣一千萬元之部分及未達一定金額者，免予扣取：一、所屬投保單位給付全年累計逾當月投保金額四倍部分之獎金。二、非所屬投保單位給付之薪資所得。但第二類被保險人之薪資所得，不在此限。三、執行業務收入。但依第二十條規定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者之執行業務收入，不在此限。四、股利所得。但已列入投保金額計算保險費部分，不在此限。五、利息所得。六、租金收入」，至於所謂「未達一定金額者」，按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下稱補充保險費扣繳辦法）第4條規定，係指未達5千元。

(4) 補充保險費制度自立法院100年1月4日三讀通過迄102年1月1日施行前，社會各界迭建議再行研議修正，提出之論點並非無據，確有值得參考之處，茲舉例如下：
1、 補充保險費制度雖擴大費基，將原制度可掌握卻未列入計費之所得及收入予以課費，但相對於原二代健保法草案以「家戶總所得」計費，仍屬選擇性對某些所得課費。
2、 一部健保法對「薪資所得」有不同定義。健保法第20條規定受僱者一般保費之投保金額為「薪資所得」，該薪資所得係採勞動基準法之概念，為「經常性給與」，但同法第31條之「薪資所得」卻採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3類之定義，不再以經常性所得為限。依補充保險費扣繳辦法第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在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種薪資收入，包括：薪金、俸給、工資、津貼、歲費、獎金、紅利及各種補助費，不論給與之時點是否例行、經常。

3、 補充保險費之費基，時為淨額（「所得」），時為總額（「收入」），並不一致；當其為總額時，實質負擔率超過2%，且可高達8%。在兼職薪資、股利及利息，係採淨額，但在執行業務所得、租金，卻採總額，造成租金所得者之實質負擔率為3.5%【2%/（1-43%）】、表演人(執行業務所得)之實質負擔率為3.64%【財政部核算所得時可扣除45%之執行業務成本，故實質負擔率為2%/（1-45%）】、自行出版著作人為8%【財政部核算所得時，可扣除75%之成本，故實質負擔率為2%/（1-75%）】。

4、 保險對象之所得相同，但得因身分不同，而有負擔或不負擔之別。「非所屬投保單位給付之薪資所得」及「執行業務收入」，應計收補充保險費，但第二類被保險人之薪資所得及依健保法第20條規定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者之執行業務收入，不在此限，即造成同屬兼職所得或執行業務收入，但保險對象因身分不同，而有扣繳或不扣繳、有負擔或不負擔之別。復以維持現行6類14目之保險對象分類，即使被保險人收入相同，但因職業別不同，健保費負擔即有不同；且對於同一所得項目，但特定類別保險對象設有免扣取補充保險費之規定，使有相同所得之保險對象，因投保身分不同，而有需扣繳或不需扣繳補充保險費之不公平現象。
5、 經濟上之弱勢反可能需負擔較多之補充保險費，難免有相對被剝奪感，且違反量能負擔之精神。為數不少之保險對象有多份兼職、兼差或工讀，係因單份來源收入難以支應基本生活所需，渠等與有較高之單一收入來源而不需兼職者相較，已屬經濟上之弱勢，但若不符合補充保險費扣繳辦法第4條第3項第7款之情形，即可能需負擔較多之補充保險費。補充保險費本係針對主要工作獲得報酬以外之收入或所得扣取，因此無主要工作或主要工作報酬較低而需從事臨時工作或兼職之弱勢民眾，若有兼職所得，仍要扣繳補充健保費。
6、 原衛生署於補充保險費制度甫實施時，又以函釋方式放寬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就讀碩、博士班研究生且無專職工作者，比照在國內就學且無專職工作之專科學校或大學學士班學生，若單筆給付未達基本工資之兼職所得，無須扣繳補充保險費，可見該署於訂定扣繳辦法之時，難以將經濟上弱勢民眾均納入，因此，補充保險費制度實施以來，失業民眾、尚有助學貸款需清償之畢業生、無固定所得之家庭主婦，如有臨時之工作所得，仍需被扣繳補充保險費，在執行面上，已與「強化社會保險量能負擔之精神，並增進負擔之公平性」之政策目的相悖。

7、 扣繳之單次給付金額設有上限之規定，將使單次數千萬元之獎金或數億元之紅利，僅以1千萬元計算扣繳補充保費，使「抓大放小」精神，淪為「抓小放大」。
8、 扣繳之單次給付金額設有下限之規定，且不採「累計」計算，讓保險對象有規避被扣繳之誘因。因此，在補充保險費制度實施前，國內即發生銀行定存拆單潮，將單筆利息控制於扣繳下限，坊間亦不時出現教導規避補充保險費之多種方法，例如教師鐘點費分多次領取、轉換投保身分為職業工會會員以免繳納兼職所得、租金由月租改為周租、日租或改變契約，收取「租賃權利金」之方式等情事。
(5) 綜上，健保法選擇性對特定類別之所得或收入扣繳補充保險費，又有單次給付上下限之規定，且維持現行6類14目之保險對象分類，使收入相同之保險對象扣繳之補充保險費可能不同，或兼職愈多之經濟弱勢民眾需負擔愈多補充保險費之不公平現象，又使保險對象有轉換投保身分或透過分散或集中給付以規避補充保險費之情事；此外，只要設有給付下限之規定，無論其金額高低，都將造成接近扣繳下限邊緣者分散收入或所得，規避扣繳，可見現行之規定已影響民眾行為、增加相關事業機構之行政成本，對未規避補充保險費之保險對象而言，更已形成另一種不公平，凡此，均已斵傷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作為風險分攤、社會團結機制之意義，亦與規劃理念「強化社會保險量能負擔之精神，並增進負擔之公平性」之政策目的相悖，爰衛生福利部允應本於中央主管機關之職責，儘速檢討現行健保法相關法制。
2、 補充保險費是否結算、「單次給付下限」金額之決定，影響課徵保費之行政作業，原衛生署於補充保險費立法階段及扣繳辦法研訂期間，未能利用實證數據分析扣費作業之成本，提供政策制定及立法參考，原健保局又與原衛生署未於前置作業、座談會及討論會議將「免除結算」乙項納入議程討論，造成決定採行之扣費作業複雜，雖聲稱藉不於年底辦理結算而節省行政成本，但利息所得有結算與不結算二種方式併行，且民間企業於每次支付所得予他人時，次次均須以扣費義務人之身分進行扣繳行政作業，次次負擔行政成本，致每家民間企業要負擔之承辦人加班費即已超過其支付給健保署金額之4%，再加計民間企業及健保署負擔之其他成本，次次扣費繳交而全年不結算之成本，與其效益相比，嚴重失衡，原衛生署漏未估計提供本項重大攸關資訊，顯有違失：

(1) 按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第4條第1項及第2項分別規定：「扣費義務人給付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各類所得時，其單次給付金額達新臺幣五千元者，應按規定之補充保險費率扣取補充保險費，並於給付日之次月底前填具繳款書，向保險人繳納。...」、「前項應扣取補充保險費之利息所得，其單次給付未達新臺幣二萬元者，扣費義務人併得於次年一月三十一日之前，依照規定格式造冊，彙送給保險人，由保險人逕向保險對象收取」。爰除部分利息所得(超過5千元未達2萬元者)由扣費義務人造冊彙送給保險人外，其他所得或收入係採就源扣繳方式，由扣費義務人於給付時扣取，再繳納予健保署。

(2) 按原衛生署之書面答復說明，補充保險費於立法時，考量事後結算將使扣繳程序繁複、結算時點延宕，不確定因素高，且將增加龐大行政成本，爰規定所有補充保險費皆採於給付時直接扣取，無須進行結算，以簡化保費收取流程。惟本院函請該署分別就「使扣繳程序『繁複』」、「『龐大』行政成本」提供「結算」如何增加作業之複雜度及行政成本金額如何之量化資料時，該署則答復因無實務經驗，故無相關之成本估算資料。另調查委員於約詢時詢問若對補充保險費採行「須結算」、「免除結算」兩種處理方法，對於健保財務之影響，該署亦未能提供相關設算數據進行說明；另卷查補充保險費扣繳辦法訂定過程中，無論在原健保局2次前置作業、原衛生署草擬條文前召開4次座談會，與提出草案後召開之3次討論會議之議程，均未將「免除結算」乙項納入，顯見該署對於補充保險費免除結算之論據，似嫌率斷，且未將因免除結算而可能對公平性、效率之損傷，提出如何避免之具體構想。
(3) 原衛生署時任副署長戴桂英於本院約詢時表示：「目前補充保費比較耗行政成本，法源在全民健保法31條，扣費義務人在給付時扣取，當時精神是就源扣繳，不需事後追繳，當時黨團立委認為這樣最務實。第二個是單次給付未達某一金額不扣的規定，在行政執行上是有較高行政成本的。當時吵得最厲害的就是利息，需先檢視是否達5千元下限。最早擬定的下限是2千元，但造成很多存戶拆單的情形，…，所以後來由2千元變為5千元，使拆單的狀況減緩。後來與金管會、銀行公會協調，他們希望可以比照財稅代扣所得稅方式，希望2萬元以上代扣，2萬以下採年度結束時列清單，所以銀行提出這樣的權宜措施，所以後來我們在扣繳辦法時規定，銀行年度結束後需要列出每一存戶的利息給健保局，健保局再開單扣取，這樣的權宜措施與當初就源扣繳的規定作了調整。…未來有機會簡化補充保費的收取，健保法31條是有需要檢討改變的。…」

(4) 另利息所得之補充保險費，單次給付利息所得，在2萬元以上，採就源扣繳；未達2萬元者，扣費義務人(金融機構)得併於次年1月31日之前，依照規定格式造冊，彙送給保險人(健保署)，由保險人逕向保險對象收取，因此，健保署於收受年度清冊資料後，需逐筆審查是否需課費，計算應課之金額，再寄發通知保險對象繳納，勢將造成健保署行政成本大幅增加。大額利息收入採就源扣繳，小額則採年度結算，此項規定若係為簡化作業流程、減少扣繳行政成本而設，則在6項補充保險費之費基中，利息所得既得併行「就源扣繳」(不結算)及「結算」兩種作業方式，則其他所得或收入以相同方式計收，應無困難。
(5) 行政院送立法院審查之二代健保法草案係以家戶總所得為保費計算基礎，年中以就源扣繳方式扣繳，並訂有年終「結算」之設計，因各項所得均併入家戶總所得，無須作成「單次給付下限」低於下限則不須繳費之規定；但按補充保險費扣繳辦法之規定，僅單筆金額2萬元以下之利息所得需辦理年終結算，至於其他所得及收入因無需年終結算，為考量扣繳及行政成本，而出現「單次給付下限」之設計。當所訂單次給付下限低時，則扣繳筆數多，對扣費義務人而言，無效率之扣繳行政成本將增加；若下限提高，扣繳筆數減少，健保補充保險費之收入亦減少。
(6) 補充保險費計費下限之高低，影響扣費之行政作業。原衛生署規劃之計費下限，原訂為2千元，之後提高至5千元，按該署之說明，補充保險費之扣費下限，在與外界溝通之過程中，有甚高比例的人提及希望調高下限，其中以建議5千元者為最多；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於101年9月27日亦通過提高下限為5千元之提案。該署考量收入2千至5千元的族群中，許多是屬於弱勢族群，因此在基於「順應民意及照顧弱勢」前提下，決定將下限提高至5千元。
(7) 原衛生署於補充保險費立法階段，對於原二代健保法草案「結算」如何增加作業複雜度及所耗行政成本之多寡，並未以量化數據估算，且迄今對於採行「須結算」、「免予結算」方式如何影響健保財源及作業複雜度，亦未進行相關設算或分析；嗣於補充保險費扣繳辦法研訂階段，對於單次給付下限原訂2千元，在各界反彈後再提高至5千元，且僅對利息所得規定併行「就源扣繳」及「結算」兩種作業方式，其他所得或收入則不需結算之規劃，亦未能以實證分析資料說明政策之依據，而選擇性採納部分團體之訴求；又設定單次給付下限、訂定免除補充保險費扣繳對象及免予結算之作業方式，使補充保險費扣繳作業複雜化，更增加健保署及扣費義務人之行政作業成本。
(8) 補充保險費之扣繳，係由扣費義務人及投保單位主動辦理。扣費義務人於扣繳補充保險費前，需先決定是否代為扣繳，因此需先判斷所得者之身分及該筆所得或收入是否屬免予扣繳範圍，再辦理後續作業。依據健保署提供之資料，扣費義務人辦理之行政作業，包括：於給付日，扣取補充保險費，填發扣費證明；於給付日之次月底前，繳納補充保險費；給付後，如發現錯誤，則溢扣退費、短扣補足；年度通知保險對象扣取補充保險費；次年1月31日前，完成扣費明細彙報等。對於扣費義務人而言，有其複雜性；且每筆扣繳作業，均有行政成本。健保署比對100年財稅扣繳憑單資料及同年度健保加保資料，排除低收入戶及未在保之保險對象，在不同補充保險費扣費下限之假設下，設算符合條件之扣費單位家數。若下限為2千元，需進行扣費作業之民間企業，計有396,942家；5千元為307,737家；1萬元為263,254家；2萬元為221,025家。健保署於本院約詢後，估計民間企業逐次扣繳及報繳作業之行政成本，該估計經簡化，僅納入承辦員工之超時工作酬勞而已，不計年度才發放一次之年終獎金、因而增加之退休金等，且假設該等承辦員工之月薪為3萬元，在民間企業最多可能有獎金（逾當月投保金額4倍部分）、兼職薪資所得、利息所得、租金收入、股利所得，以及執行業務收入6項費基之情況下，再假設若一民間企業僅有1項費基，承辦人員須加班1小時；費基增為3項時，加班時數增為4小時，費基增為最多之6項時，須加班10小時。以此等假設估計扣費義務人在不同單次給付下限每年增加之加班費，分別為12億(單次給付下限2千元)、9億(單次給付下限5千元)、8億(單次給付下限1萬元)及6億元(單次給付下限2萬元)，亦即，在現行單次給付下限5千元時，30.8萬家民間扣費義務人全年共增加員工加班費支出9億元，平均每年每家須增2.9仟元，惟政府每年可收取補充保險費僅增加206億元(206億元為健保署原估計數，該署截至102年10月初之最新資料為已收取220億元)，亦即政府自每家民間企業收取之補充保險費平均每年僅7萬餘元，但民間企業要負擔之平均加班費成本，竟超過其支付給健保署款項之4%，已不可謂不高，而且此項行政成本之估計並不完整，僅有員工加班費一項而已，還未納入一旦出現錯誤之疑慮時之檢查及更正之成本、支援該員之年終獎金與退休金、企業負擔之勞健保費、該承辦人員層層上級複核之監督成本、文具紙張、印刷、郵費、交通費、水電費、建物與設備之折舊等其他法令遵循成本，且未考量健保署端之行政處理成本，計入這些被遺漏之成本，行政成本更高。
(9) 綜上，原衛生署於補充保險費立法階段及扣繳辦法研訂期間，未能以實證分析資料，有效評估「免予結算」及「單次給付下限」對於保費課徵公平性及行政作業成本之影響，俾作為立法及政策制定依據。原衛生署未經周妥估算即倉促施行補充保險費制度，造成扣繳作業複雜化，增加健保署及扣費義務人之鉅額行政作業成本，每家民間企業要負擔之加班費已超過其支付給健保署金額之4%，並滋生諸多爭議及不公平之亂象，致民眾怨聲載道，非但浪費甚多社會資源，更未能落實全民健保制度「公平」及「效率」之核心價值，顯有違失。

調查委員：馬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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